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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论的合法性
危机与规范性重构＊

傅其林

【提　要】“人民文学”的理论建构在中国已经有八十余年的历史，这种建构形成了特
色鲜明的理论模式和话语形态。它在不断面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实践成果的考验，
持续接受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与社会结构的挑战，在新世纪遭遇着更多的困境与危机。从政
治范式向伦理范式的转型来思考 “人民文学”论的规范性建构的可能性，进而尝试解决
“人民的文学”和 “人的文学”的复杂纠葛，能够开掘一种具有生命活力的 “人民文学”理
论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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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文学”的理论建构在中国已经有八
十余年的历史，这种建构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理
论模式和话语形态。它不断面临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当代实践成果的考验，持续接受新的历
史文化语境与社会结构的挑战。因而，必须重
新思考其理论模式，在不断有效地阐释新时代
的文学活动与文化现象中把其建构为一种新世

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文拟从政治范式向伦理范式的转型来思考

“人民文学”论的规范性建构之可能性，试图解
决我国八十余年关于 “人民的文学”和 “人的
文学”的困惑与复杂纠葛，开掘一种具有生命
活力的 “人民文学”理论新形态，彰显社会主
义文学理论阐释文学现象的合法性。

一、“人民文学”论的形态特征

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中提出人民的问题肇

始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期的革命文学，虽然直到

１９４５年邵荃麟根据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才提出 “人民文学”、 “人民文艺”
范畴或口号。①在八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人民
文学”论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形成
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理论形态和意识形态选择，
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部分。
虽然我国的 “人民文学”论是复杂的，甚至存
在一些内在的分歧，但是总体上体现出政治范
式的理论形态。所谓政治范式，就是直接思考
文学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关注文学促进政治或者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

土化研究———以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为重点”（１２ＡＺＤ０９１）

的阶段性成果。

①　邵荃麟：《伸向黑土深处》，《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卷，人民

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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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政治，政治也主要表现为社会现实中的政
治斗争，而不是詹明信提出的文学是政治无意
识的隐喻式表达。我国的 “人民文学”论就是
主张文学与人民的同一，构筑人民统一战线，
凝聚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加入现实的政治
斗争之中，从而影响社会政治力量的变化乃至
社会结构的转型。从过去的历史文献与事实中
不难发现，这种范式是极为昭明的。作为政治
范式的 “人民文学”论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首先是敌对关系的形成与坚守。 “人民文

学”论作为具有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文学理论主
要包含三方面的敌对关系。第一是敌视国民党、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等现实的敌对的政治力量，
对这些力量进行批判与揭露。第二是敌视这些
政治力量的文化价值基础与文学理论，敌视帝
国主义的文化价值基础资本主义价值观，尤其
是个人主义，敌视奴性文学。第三是敌视宣扬
敌对势力的文学作品与现象。正是从这些敌对
关系中，“人民文学”论确立了自己的现实政治
立场、文化价值观与文学创作的方向，形成了
“人民文学”有机的文化政治力量。“人民文学”
论也因此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发挥重

要的作用，并因为现实的政治力量的持久性与
敌对关系的存在， “人民文学”论也不断发展，
其敌对关系也不断延续。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４９年呈
现为热战关系，敌对双方水火不容。１９４９年到

１９９０年代虽然热战仍然在继续，但主要是冷战
格局。虽然政治敌对的手段不同，但是敌对关
系仍然是突出的问题，所以 “人民文学”论的
敌对关系也是明显的。“人民文学”论的敌对关
系体现出其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可以说这使得
这种理论具有现实感召力量、历史价值与时代
意义，也使得它具有工具手段的特性，成为整
个革命的一颗螺丝钉。
其次是体现出激情式和论战式特征，表现

出 “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的影响力。“人民文
学”论的多重敌对关系的确立决定了它的激情
和论战风格。敌对关系是你死我活的现实选择，
既是个体生命存在与否的选择，也是一个阶级
集团、一个民族的存与亡的抉择。所以就现代
中国而言，“人民文学”论主要是从五四文学革

命的 “启蒙现代性”走向了生死存亡的 “救亡”
形态，从文化革命走向现实的流血革命。参与
如此现实语境的文学理论必然体现出激情，不
论是革命胜利浪漫的激情还是革命低潮的绝望、
愤怒、抑郁情绪。这都使得 “人民文学”论彰
显出从愤怒到希望的鼓动话语，充满着排比和
感叹的句式，话语中不乏贬损与褒扬之情感鲜
明的言辞，修辞之语颇多。“人民文学”论的论
战形式表现为维护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成果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批判不利
于革命与建设的现实力量与文学理论、文学现
象，论断观点明晰、对比鲜明。如周扬１９５０年
代的话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
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
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正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一

样，中国人民的文学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文学的组成部分。” “俄国文学之所以具有特
别的吸引力，就在它表现了俄国人民如何为争
取人类崇高理想而对人民的压迫者、奴役者作
了坚忍不拔的斗争，表现了俄国人民的爱好自
由的、智慧而勇敢的民族性格。”① 文中挪用了
“旗帜”、“前进”、“勇敢”、“争取”等色彩鲜明
的词汇。感召之力、语言施为的效果不言而喻。
再次是崇高美学形态。“人民文学”论高扬

崇高的美学形态，以崇高作为生命价值与社会
价值，从而倡导苦难与拯救；颂扬英雄，贬损
懦夫；肯定集体之大我，否定个体之小我。这
种崇高的主体不是任何意义的主体，而是在中
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表现出的主体。周扬
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

的发言 《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所说的观点具有
代表性。他认为，文学创造的新收获之作品反
映了 “中国人民如何在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
迫的各式各样的斗争中，克服了困难，改造了
自己，产生了各种英雄模范人物”。他说，英雄
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本身
是落后分子的，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以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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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人
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１日。



众的批评帮助之下， “成为了一个新的英雄人
物”。① 英雄不是因为他个人的价值，而重要的
是他为革命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推进了革命
和建设，只有在集体价值意义上英雄才得到重
视，其崇高精神才得到宣扬。所以，对英雄的
崇拜是与 “人民文学”的集体性特征和革命的
宏大政治使命相联系的。

“人民文学”论是从文学的角度，从文学的
规律和属性挖掘文学与人民的关系，建构起文
学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内在有机联系，

形成政治—文化—文学统一战线，实现中国共
产党的文化力量和文化领导权，实现社会主义
信念以及意识形态的自然化与日常生活化，体
现出鲜明的政治范式。就如毛泽东在 《新民主
主义论》中所提出的，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均
有一个统一战线。它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
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
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
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
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 “新的政治力
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
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
化的。”②

二、“人民文学”论的合法性推进

作为政治范式的 “人民文学”论在中国现
当代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理

论意义，具有理论的合法性与现实政治的合法
性，根植于中国现代不断演进的新现实的土壤。

它成为革命的有力工具，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
政治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形态建设，其现实价
值与历史价值是有目共睹的，不容抹杀。“人民
文学”论加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化，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尤其是鼓动人民进入政治斗争的过程中，重视
表现下层受苦受难的民众的生存状况与审美情

感，促进了中国民众的个体意识之觉醒和文化
表达与抒写。

但是，“人民文学”论在八十余年的发展过
程中，在政治范式的构建中仍然存在诸多困惑，

在理论规范性上是未完成的。什么是 “人民文
学”，如何建构 “人民文学”，如何真正实现
“人民文学”，诸如此类的问题直接地或者间接
地纠缠着 “人民文学”论者，这些问题的一个
根本点就是要去思考如何从知识或者学理上建

设 “人民文学”理论，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战斗
式的标语、激情式的感染力、现实政治的直接
依附以及对文学现象赋予 “人民文学”的名义
的批评之上。旷新年如是认为： “‘人民文学’
是一种想象的逻辑，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是
一个尚未完结的历史建构。”③ “人民文学”可以
说在政治规范性维度还没有完成，亟待在社会
主义革命与建设中不断解放 “人民”，不断走向
马克思所谓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丰富性存在，超
越资产阶级个体存在的原子化、碎片化、平庸
化境况。如果 “人民文学”论不能够直面马克
思提出的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重要命题，
那么其理论的合法性仍然是不够的，容易局限
于以往各种形式的民本主义思想中。事实上，
阻碍 “人民文学”论的学理规范性建构的因素
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长期的
“人民的文学”和 “人的文学”的敌视而形成的
森严壁垒。由于政治上的敌对关系影响到哲学
世界观、审美价值，影响到活生生的文学创造
与感受，所以 “人民的文学”和 “人的文学”
难以进行深度对话，前者的革命现代性与后者
的启蒙现代性难以沟通。
毛泽东的 “人民文学”论试图整合 “人民

文学”的革命现代性和五四时期的启蒙现代性，
把五四文学的优秀传统融入到 “人民文学”的
话语之中。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尤其肯定
了鲁迅的文学价值与革命价值。由于主要基于
政治力量的强大与减弱的考虑，“人民文学”论
仍然主要是从战斗性与人民性的角度考虑五四

文化成绩，还没有去整合五四文化的价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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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毛泽东的 “人民文学”论更多的是
革命的、集体的规范性探索，少有涉及人本身
的全面发展与丰富需要的问题，即使他有着自
身丰富的、颇具风格的文学创作体验。如果处
于革命政治中的毛泽东没有精力去系统解决

“人民文学”论的理论规范性建构问题，处于文
学性体验与思考中的文学家能否解决呢？袁可

嘉在１９４０年代后期发表了一系列论新诗现代化
的文章，竭力推进 “人民文学”的合法性建设。
他概括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脉络即 “人民
的文学”和 “人的文学”两支潮流：“放眼看三
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我们不难发现构成这个
运动本体的，或隐或显的二支潮流：一方面是
旗帜鲜明，步伐整齐的 ‘人民文学’，一方面是
低沉中见出深厚，零散中带着坚韧的 ‘人的文
学’”。① 这两支潮流处于相互敌视状态， “人民
的文学”强调阶级或者工具本位， “人的文学”
强调艺术或者生命本位。袁可嘉不再如以往的
论者那样把两者视为水火不容，而是提出了
“和谐”原则，试图调和 “人民的文学”和 “人
的文学”，提出通过艺术与生命的表达来实现文
学的政治工具的作用。袁可嘉提出重新整合政
治与审美的尝试是意义重大的，可以纠正人民
文学的纯工具论弊病与纯粹宏大叙事的指向，
同时也可以纠正 “人的文学”的去阶级性和纯
粹审美化趋向，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走向建构
了新的可能性。但是他的尝试仍然在政治范式
的框架之中，仍然处于感性层面，其理论建构的
知识学基础还相当薄弱。而且其所处时代的影响
与限制仍然是宏大的革命话语与政治选择，他的
尝试在当时还没有社会现实的土壤和历史性基础。
因此，他的 “人民文学”建构长期没有引起关注。
由此可见，虽然 “人民文学”论不断进行合法性
建构，但是在政治与伦理生活两个维度仍然没有
实质性地解决其内在的规范性基础命题，一是如
何面对人的自由解放与丰富性需要的问题，二是
如何阐释人民的生命与生活的幸福状态。这无疑
形成了 “人民文学”论的合法性危机。

三、“人民文学”论的规范性重建

政治范式的 “人民文学”论于新世纪仍然

在不断推进，并在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它更多
地是形式上的意义，难以深入有效地阐释当代
中国文学现象。可以说，政治范式的 “人民文
学”论在当代文学经验中逐步边缘和去中心化，

昔日充满激情与政治情怀的 “人民文学”话语
在当代文学环境中越来越淡化，以至于不少人
怀疑这个范畴在当下文学活动中的合法性。那
么，是否还有必要继续 “人民文学”的理论建
构？这种理论是否濒临终结？而历史事实表明，
“人民文学”的建构仍然是未完成的，它尚未走
向最圆满的顶点。这就需要在新的时代精神和
社会文化语境中继续反思与建构，以发挥其在
新的语境中阐释文学的活力和生机的作用。否
则，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会失去合法性，徒以漂
浮的能指符号而存在，其本身是社会主义文化
的危机。事实上，“人民文学”论仍然有理论合
法性的规范基础，可以从多方面进行理论探索，

带来其话语的阐释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向度就
是实现从政治范式向伦理范式的转型，以适应
和表达当代人民的审美情怀，阐释社会主义个
体的生存经验与文学经验，反映社会主义群体
丰富多彩的伦理生活与集体意识以及无意识情

感，凝聚当代中国人民的心灵共同体，从而展
示 “人民文学”论广阔的阐释空间与意义深度。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延续了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
“人民文学”论，提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
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
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② 这些理论
“人民文学”都值得深入研究。

理论的转型是建立于社会历史经验的内在

结构之上的，情感结构的变化不仅影响到文学
的表达，也促成文学接受的变化以及文学理论
的阐释符码的演变。伦理范式的 “人民文学”

论的提出在中国当代有着规范性的基础，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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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个人的生存经验的嬗变。
首先，从社会结构和世界格局来看，中国与世
界各国的关系不再主要是热战、冷战的紧张局
面。中国人与世界各国人的关系转变为社会关
系、生活关系，人与人的交往、接触不是通过
暴力和肉体消灭，而是通过人与社会的普遍的
规则、通过人的共同的心灵基础进行展开。这
种社会结构与生存方式不是战争状态的政治模

式，主要是伦理范式；民族心灵的凝聚不是激
情的宣扬，而是人的心性的认同与道德伦理的
认可，不同领域的交往规则的建立与承诺取代
了二元政治的敌对关系的僵持。因此，“人民文
学”的当代发展不能忽视社会结构的经验性的
变化，伦理范式的 “人民文学”论则要深入挖
掘当代中国人的民族凝聚的深层心灵结构与人

之内心的认同的可能性。邓小平提出西方意识
形态的和平演变，①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指的是
西方通过伦理价值精神来影响中国人的心灵。
建立于伦理范式基础上的 “人民文学”论可以
挖掘当代中国人的心灵需求，发掘文化价值的
合理性基础，从而形成与西方意识形态的深层
次对话与较量。卢卡奇在１９２０年代反思共产党
的失误也是试图解决伦理学的基础问题，其积
极加入共产党也是基于伦理的考虑。② 但是由于
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使得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面临了诸多困境与问题。
通过中国几十年的建设经验，我们应该重新意
识到卢卡奇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这关乎如何
深层次解决 “人民文学”论的问题。其次，中
国从新时期以来注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
财富和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增长。尤其是１９９２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
度，使中国人民处于逐渐步入消费活动的语境
中，全球化、经济化使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
但是需要面对的问题是精神信仰的缺失，伦理
道德的沦丧，意义的枯竭。文学成为商品，作
家沦为 “码字工人”，语言转变为货币。个体的
伦理责任与文学表达的伦理情怀在金钱面前显

得格外羞涩，一种以货币为普遍标准的生活方
式与文学价值评价消解了个体内在真诚的心灵

交流，瓦解了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灵结构。伦理

范式的 “人民文学”论将直接切入这些文学活
动，在经济的现代浪潮中标举伦理价值的尺度，
在欲望肆虐的社会里重铸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
意义感、幸福感，表达个体的责任伦理与个体
尊严的人格魅力。再次，伦理范式的 “人民文
学论”可以形成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深入对话，
批判极端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的文字游戏与文

化相对主义，同时也通过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
的吸收，打造赋予个体尊严和人格的文学形象。
从传统的文化积淀中推进中国人的精神理想的

塑造，这不仅是集体理想的建构，而且是在个
体伦理自由选择和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实现集体

自由的营造。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以人为本”、 “和谐文

化”、“安居乐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观念
体现了当代 “人民文学”论的重要内容。这些
命题本身意味着 “人民文学”论的伦理学奠基，
意味着对启蒙现代性的道德性和传统伦理文化

理想的充分吸纳，而不是把小康仅仅限定在收
入的经济指标维度，不仅仅局限于工人、农民、
士兵与小资产阶级，而且延伸到亿万中国人民
的具体个体存在及其文学审美需求与文学表达

之中。旷新年认为，“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一个
从 “人民文学”向 “人的文学”不断退行和
“人的文学”逐步吸收取代 “人民文学”的过
程。③ 我认为，这种变化不是文学创作本身的问
题而是政治范式的 “人民文学”论的危机问题，
因为这种变化预示着新型 “人民文学”论的形
成。“人民文学”论的伦理学基础建构充分把人
的文学的伦理潜力整合到 “人民文学”的内核
之中，从而实现从政治范式向伦理范式的嬗变。
如果从伦理规范的角度来重新理解袁可嘉１９４０
年代后期的尝试，其尝试就具有突出的意义。
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学现象
中，伦理规范性基础是 “人民的文学”与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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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整合的不可或缺之中介因素。尽管这
种规范性基础的建构有待进一步深入展开，但
是中国当代人的社会经验与个体经验已经为伦

理范式的 “人民文学”论铺设了肥沃的土壤。
如果文学是人民的创造也是人民所共享的，那
么文学本身就是 “人民文学”，文学本身是为
人民的生存体验和价值依托而存在。这样就内
在地向伦理范式的 “人民文学”论敞开了可以
深入阐释的空间。因此，从政治范式向伦理范
式的嬗变意味着奠定了 “人民文学”论深厚而
具体的人类学基础，一种有效的规范性基础。
这可以说是卢卡奇所倡导的 “日常生活的社会
主义”的文学论，①是基于日常生活的伦理的文
学经验的理论建构，而不仅仅是崇高话语的超
越式迷醉。
综上所述，“人民文学”论在中国现代马克

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阐释中国文学经验与发展繁荣中国文学方面

无疑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促进了中国革命与社
会主义建设的文化意识形态选择，体现了鲜明
的政治功能。但是在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学和

满足人民多元审美需求的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
“人民文学”仍然在建构新型主体性、凝聚民族
心灵共同体、维护情感价值维度、赋予日常生
活以意义等方面具有规范性基础。它不是失去
了原有的概念意义，而是在从政治范式向伦理
范式转型的过程中，其理论概念和话语形态更
具有当代社会现实的基础，也更为切合日益多
元的社会主义文化现象。可以说，当代社会现
实结构、人民之存在方式及其文学表达急切地
呼吁作为伦理范式的 “人民文学”论的合法性
建构。

本文作者：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
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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